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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新昌石雕弥勒大佛实为我国南

方早期石窟中巨型佛像的唯一硕

果，艺术风格上又有独树一帜的地

方，与同时期北方最著名的石窟造

像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相比较，双峰

对峙，各有千秋，不分伯仲。遗憾的

是，长期来人们对新昌大佛的意义

和价值，缺乏研究和宣传，以致一直

未能确立它应有之地位。笔者不揣

浅陋，试为之申说。

一
新昌大佛寺，是浙江省著名古

刹，创建于东晋。寺内有南朝齐梁间

石雕弥勒大佛一座，百尺金身，静坐

石窟，壮丽殊特，名闻遐迩，誉称江

南第一大佛。

据《新昌县志》记载，大佛开凿

于齐永明四年（486），到梁天监十五

年（516）竣工，前后经营了三十年。

宋咸平年间（998—1003），僧辩端详

细记载了大佛的规模：“佛身通高十

丈。座广三丈又六尺，其面自发际至

颐长一丈八尺，广亦如之，目长六尺

三寸，耳长一丈二尺，鼻长五尺三

寸，口广六尺二寸，自发际至顶高一

丈三尺，指掌通长一丈二尺五寸，宽

六尺五寸，足亦如之，两膝趺跏相距

四丈五尺。”1984年 4月，新昌县政

协文史组用光学经纬仪测算，佛座

高 1.91米，佛身高 13.74米，佛头高

4.87米，耳长 2.7米，两膝相距 10.6

米。从造像规模与年代来说，与大同

云冈、洛阳龙门石窟中大佛相埒，目

前仍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几尊大石佛

之一。

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大佛造型

艺术上的特点。它静坐石穴，身饰黄

金，光彩灿然。顶有螺髻。石穴后壁

上有圆晕，正当佛首，相距不差毫

厘。佛像面容秀骨清相，婉雅俊逸。

额部宽阔，鼻梁高隆，通于额际，眉

眼细长，方颐薄唇，两耳下垂几及于

肩，表现了佛陀沉静、智慧，坚定、超

脱的内心世界。仔细观瞻，使人悚心

静虑，意境十分深沉。从整体上观

察，则体态匀称，身段秀美，气度娴

雅。上衣披于两肩，中胸袒露，衣着

襞褶，流利如绘画的线描，准确地表

现出人体的曲线结构。袒露部分，精

微而妥贴地表现出肌肤的润泽，好

象里面有血液在流动、脉搏在跳动；

衣着还表现出丝绸的质感，薄薄地

贴在身上，漾起襞褶，如微波淡荡，

富有音乐的韵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造像各部

分在比例配置上匠心独运，极富工

巧。头部有意作了放大，目长与掌宽

几乎相等，虽不符合实际情形，但伫

立像前，久久仰视，毫无比例失调之

感，只觉得处处妥贴，恰到好处，真

是巧夺天工。佛像的瞻拜者主要是

仰望佛像面容接受启示、进行洗礼，

对于十分高大的佛像，就必须处理

好视差关系，适当放大头部，才便于

亲接佛身，加强真实感。但如何适当

放大，放大到何种程度为最佳状态，

是极复杂微妙的课题，连今天的透

视学原理，恐怕也不容易回答清楚。

近一千五百年前的古代石雕艺术家

在创作实践中却完美地解决了这个

难题，不能不说是艺术上一个惊人

的创造。另一个巧妙的创造是，凿成

深穴代替眼珠，这不仅含有“诸法空

相”的哲理意味；而且艺术效果极

好，使观瞻者不管从哪一角度仰视，

均有与佛的目光相接之感，的确令

人叹为观止。

大佛雕凿成功，震动了当世，招

来四方善男信女虔诚的膜拜和由衷

的赞叹。当时著名文学家《文心雕

龙》的作者刘勰，为它写了长达二千

多字的碑记，称赞它是大梁王朝的

“不世之宝，无等之业”“命世之壮

观，旷代之鸿作”。歌颂它的“鸿姿巨

相”，有无上的神力感召作用，使“梵

王四鹄，徘徊而不去；帝释千马，踯

躅而忘归”。《新昌县志》载：“大佛壮

丽殊特，四八之相，罔勿毕具，谅嘉

陵并郡石像外，至于斯，天下鲜可比

拟者。”这里就提出了可与四川乐

山，大同云冈两处石佛媲比美的观

点。《宝相寺宗谱》写道：“南明瑞像

百尺，备天工之灵异，殚人力之精

诚，使顶礼瞻仰者油然生敬，又独冠

诸禅林……庄严壮丽，实甲东南。”

这里则肯定了大佛在江南首屈一指

的地位。范文澜先生著的《中国通史

简编》和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

纲要》都把这座大佛的雕凿，当作一

件大事载入史册。

二
大佛诞生于南朝齐梁年间，又

建造在浙东地区剡溪上游的灵山秀

水之中，这都不是偶然的。它是那个

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区的产物，从

而也蕴含着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

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使它具有时代

精神和典范意义。

印度的佛教早在西汉末年哀帝

时就传入中国，但一直到魏晋南北

朝时，才进入广泛传播迅速发展的

阶段。北方的北魏王朝和南方的萧

梁王朝，可说是佛教最发达的时期。

如果说云冈石窟中的昙曜五窟和龙

门石窟中的古阳洞、宾阳洞造像，可

以算是北魏王朝佛教繁荣的标志的

话；那么，新昌大佛应该可以算是萧

梁王朝大力提倡佛教的有力见证

了。

佛教的繁荣，是苦难的时代和

动乱的社会造成的。西晋短期统一，

很快覆亡，历史进入大分裂时期。黄

河流域被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

少数部族的上层贵族割据争霸，先

后建立了十六个小国家，互相残杀，

战火连年，对劳动人民施以野蛮的

军事掠夺，南方是东晋、宋、齐、梁、

陈几个短命王朝频繁更替，统治集

团之间，皇室宗族之间，充满着反复

的、经常的杀戮与毁灭。翻开当时史

籍，随处可见“白骨蔽野，百无一存”

“饿死衢路，无人收识”“道路断绝，

千里无烟”“身祸家破，阖门比屋”

……之类记载。总之，这个时期，

弥漫于无休止的战祸、饥荒、疾

疫、动乱之中，阶级与民族的压

迫，采取了极为残酷野蛮的形式。

现实生活是如此的悲苦，命运不

可捉摸，生活无可眷恋。佛教就大

踏步地进入了人们的心灵，而且

迅速占据了人们的心灵。既然现

世毫无公平合理的因果可言，人

们就纷纷地把向往寄托于来生，

理想委之于天国。昏庸腐朽的统

治者和受苦受难的老百姓，都需

要从宗教中寻找精神上的依托和

解脱。隐居佞佛，成为当时的社会

思潮，建佛寺造佛像蔚然成风。而

建寺造像，多以石窟形式出现，则

反映了庙宇、宫殿在战乱中不易

保存这样一个可悲的历史特点。

新昌的石雕大佛，就是在这样的社

会思潮中应运而生的。

这座石雕大佛，出现在新昌大

佛寺，也不是偶然的。当时，新昌尚

未建县，地属剡县（即今嵊县新昌）

东鄙。大佛寺所在地，叫剡山石城。

东晋以来，中原战祸频仍，北方大批

门阀士族地主及其徒附，南迁乔居，

新昌在浙东曹娥江上游剡溪之源，

这里未经丧乱，还是一片宁静的田

园。富饶美丽的大自然，还保持着原

始的生态平衡，风光幽奇，峰高林

密，水碧山青，人烟稀少，这样的环

境，正好成为饱尝战争流离之苦的

人们理想的安息避难之所，因此有

“两火一刀可以逃”的谶语。两火一

刀，即“剡”字。剡山石城的风光，更

是引人入胜，“剡山峻绝，竞爽嵩华，

涧崖烛银，岫(山献)蕴玉”“四嶂相

衔，郁如鹫岳”“曲涧微转，涣若龙

池”，从而被人们看作“六通之圣地，

八辈之奥宇”，因之高僧名士，接踵

而来。

唐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载：

“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

姥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

常之人栖焉。晋宋以来，因山开洞，

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

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道林居焉，

次有乾、兴、渊、支、道、开、威、蕴、

崇、实、光、识、斐、藏、济、度、逞、印

凡十八人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

洽、刘恢、许元度、殷融、郗超、孙绰、

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

长霞、袁彦泊、王蒙、卫玠、谢万石、

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

或止焉。”数点一下这些人物，当时

宗教文化界一代名流，王谢大族中

的才人集团，几乎网罗无遗。在特定

的社会条件和时代思潮支配下，他

们都聚集到新昌的灵山秀水之间来

了。这就使得新昌这样地处山陬的

弹丸之地，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文

化中心，成为文化传统积累十分宏

富的地方，流风余韵，影响极为深

远。李白的梦游诗，杜甫的壮游诗，

其实都可以从这里来寻找创作契

机。《新昌县志·风俗篇》有这样的记

载：“晋迁江左，中原衣冠之盛，咸萃

于越，为六州文物之薮，高人文士，

云合景从。”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高僧名士，

其实都是当时高级士族地主在文化

上的代表人物。他们往往互相结交，

过从密切。既谈佛理（主要是般若）、

又谈庄老（即玄学），将道家的“无

为”与佛家的“般若”冶作一炉，你唱

我和，形成思辨性的宗教哲学。这种

哲学思潮，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各

个文化领域。东晋孙绰作《道贤论》，

以两晋七僧与竹林七贤相比拟，正

是玄佛结合的证明。僧人竺道潜，

出身士族，为丞相王敦之弟，在剡

县岇山 （今新昌大市聚镇东岇山

水帘尖）讲学，兼释佛理与老庄。

支遁善清谈，被玄学家比为王弼、

向秀；他还注《庄子·逍遥游》，著

《逍遥论》。据说“卓然标新理”。像

高士中的殷浩、许询、孙绰、郗超

等人，都是善谈佛理的玄学家。这

种佛玄合流的哲学思想，代表了

当时的时代精神，深深地在当时

各个文化领域中打下印记。比如

《世说新语》中那一班风流人物不

同凡响的言行举止，今天看来多

么荒诞可笑，但在当时的社会风

尚中，却是备受赞赏的。新昌的石

雕大佛是当时艺术上的伟大创

造，也是宗教上的伟大创造，很自

然也会接受当 时社会思潮的支

配。比如佛像造型中所体现出来

的审美的趣味、哲理的构思，难道

可以离开当时哲学思想去说明么？

正是在十八高僧、十八名士频

繁的活动之后不久，在他们奠定了

丰富深厚的士族文化的基础上，新

昌的石雕大佛诞生了。应该说，这里

面不是没有内在因缘的。任何一个

具有不朽时代意义的作品的产生，

必须有前代的文化积累作基础，新

昌的石雕大佛又何能例外？

关于大佛雕凿的经过，刘勰的

碑记中有详细记载，那里面充满着

神奇的传说和饶有趣味的故事情

节。透过那些带有宗教迷狂的呓语，

却可以清楚地看到：雕凿一座精美

绝伦的巨型石佛是多么艰巨，需要

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倾注多么虔

诚的心血。它的产生，既是能工巧匠

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是统治者大力

提倡下群众性造神运动的结果。它

的确是时代的产物，也反映着那个

时代的特征。

佛像是在当时最高统治者梁武

帝、建安王等大力支持下，指派了僧

佑这样地位崇高、技艺精湛的行家

直接指挥下完成的。这就保证了佛

像的工艺质量处于那个时代的最高

水平。还必须指出，南朝的粮库，在

东土会稽一带，“自晋氏渡江，三吴

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因

此，物质条件也是有保障的。

综上所述，可知新昌的石雕弥

勒大佛是在具备了一系列特定条件

才得以诞生的。它产生于佛教高度

发达的梁武王朝，产生于宗教迷狂

思想支配下的群众性造神运动；新

昌在剡之上游，风光秀丽而又安定

富庶，积累了丰富深厚的士族文化

传统，是当时的文化中心，风流渊

薮；在最高统治者“菩萨皇帝”梁武

帝大力支持下，由当时著名高僧，第

一流雕塑专家僧佑设计指挥下施

工。因此，这座佛像，被称颂为“命世

壮观”“无等之业”，并非溢美之辞。

反过来说，具备了以上许多主客观

条件，从而创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

典范作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三
大佛的创作者是谁？这与评价

大佛有密切关系。一般说，古代各地

的石窟造像都是些无名艺术家的集

体创作，难于查考创作者的姓名。而

新昌大佛却有可靠的作者姓名，艺

术创作上又有一定的渊源可以探

求，这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

大佛寺大雄宝殿的三层楼阁

上，立有“三生圣迹”的匾额，包含着

大佛雕凿的历史。根据《县志》记载：

齐永明四年（486）“刻意苦节，戒品

严净”的僧护来到石城，立下“愿造

弥勒，敬拟千尺”的宏愿，但僧护身

单力薄，用功经年，才浅浅地凿出一

个浮雕式的头像，就病逝了，临终时

发愿“再生当就吾志”。继事者叫僧

淑，他虽然“劬劳招奖，夙夜匪懈”，

终因工程艰巨，“运属齐末，资力莫

由”，进展不大，事告中断。直到梁朝

著名高僧佑律师主持造像工程，才

一改旧观，大展鸿图。史载佑律师

“大事更张，因旧功铲入五丈”，从梁

天监十三年到十五年（513—515），

用功三年，完成了大佛造像全部工

程。“三生圣迹”指的是僧护、淑、佑

三人接连造像的事实。主体工程的

设计和完成者是僧佑。因此史称“僧

佑造剡溪大石佛”，这是符合实际

的。

僧佑是梁武王朝高僧，位尊权

重，极受皇家礼敬，“乘舆入内殿，为

六宫受戒”，刘勰虽然门第清高，文

章冠世，仍长期依附僧佑门下，目的

是利用佑的地位威望，求其荐引。梁

武敕令佑主持造像事业，这就提供

了工程顺利进展的人力、物力保

障。更重要的是，僧佑本人长期参

加佛寺的营建和佛像的铸造，成

为当时享有盛名的建筑雕塑设计

大师。《高僧传》这样赞扬他：“佑

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

标，尺寸无爽……剡县石佛（即新

昌大佛）等，并请佑经始，准画仪

则。”事实上，新昌大佛是在长期筹

划施工遇到困难后，由僧佑“专任像

事”，经过改凿才完成的。这说明他

艺术设计的造诣，远非当时一般匠

师所能企及。僧佑在“专任像事”

时，年已古稀，殚精竭虑，功成之

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佑卒于天监

十七年，享年七十有四）。因此，新

昌的大佛是佑晚期作品，艺术上

自然更加圆熟，实为佑的代表作。

史载南京栖霞山大佛，也是佑设计

的作品，但已被后世改作，不复保

存原形了。新昌大佛，虽然也在一

定程度上加上了后人的改笔，但

基本上保存了原来风格、规模是可

以肯定的。

还应注意到，比僧佑略早，东晋

刘宋时期，长期隐居在剡地的著名

雕塑家戴逵、戴颙父子与新昌大佛

的间接关系。二戴父子在中国美术

史上有崇高地位。范文澜先生认为，

王羲之和戴逵分别在书法和雕塑上

完成革旧布新的伟大事业。二戴是

我国民族化佛像的奠基人。从他们

开始，佛像的制作，不再停留于单纯

模仿外来样式的阶段，从而开创了

佛像创作的新时期。他们从生活中

吸取营养，到群众中听取意见，运用

通瞻的机思来巧凝造化，创作出具

有民族风格的佛像。戴逵的创作特

点，是善于捕捉人物情态，把人物性

格、气质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戴颙

在巨型佛像的创作上有丰富的经

验，关于形象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以

及造型美，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特

的成就。二戴长期隐居剡溪，与新昌

山水结下不解之缘，沃洲十八高士

中，戴逵名列前茅。由于时代相隔，

当然不能说，二戴亲自参加过新昌

大佛的设计和制作；但我们有理由

可以这样推断：新昌大佛的雕凿，可

能有二戴的门徒参加，或至少继承

和浸透着二戴的创作经验和技巧。

二戴在世，创作过很多佛像。迄今还

流传着许多创作佳话，可惜现在已

不易找到他们的原作。但从现存的

某些佛像中，探索其创作上的渊源，

总不难寻求到属于戴氏风格的作

品，新昌大佛可以归属这一类型，想

来不会是无稽之谈。

总之，新昌的大佛雕凿出自名

家高手，是当时第一流艺术家的作

品。仅从这一点讲，对这座大佛的意

义和价值也应该有更充分的估计和

认识。

四
让我们将新昌大佛放到全国

各著名石窟寺的行列中作一番比

较分析。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观点、信

念、趣味，这在佛像雕凿史上也有

反映。大体上说，魏晋南北朝属早

期，佛像的特点，是像身高大，面

貌清癯，神情超脱，人与神不可接

近；隋唐属中期，特点是面颐丰

满，表情温和，人与神渐可接近；

宋元以后属晚期，佛的形相，更为

亲切生动，成为美化了的世俗人

物头像。这种演变，体现了理想主

义逐步现代化、世俗化的趋向；也

反映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宗教的神秘性和威严感在逐步消

失。美学家李泽厚认为，早期佛

像，以理想取胜，后期以现实性取

胜，中期以两者结合取胜。他十分

推崇早期石雕，认为成就最高；因

为它比较充分地运用了雕塑这种

艺术的特点：以静态的人的大致

轮廓，表达出高度概括性的令人

景仰的对象和理想。笔者十分赞

同这一精辟见解。

（下转 8版）

浙江新昌石雕弥勒大佛的历史文物价值
陈百刚

编者按：此文是陈百刚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撰写的，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仍然是到目前为止全面系统深入论述新昌石雕弥勒大佛历史文物价值的重要文章。

值此新昌大佛成像 1500周年纪念之际，我们刊发该文，以便读者全面了解新昌大佛诞辰的时代背景、历史文物价值、宗教艺术价值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当时，作

者就提出该大佛应该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这一愿望已经实现，但本次刊发，未作改动，以存其原貌，特此说明。

纪念新昌大佛成像1500周年


